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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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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升农民幸福感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在研究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

感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利用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 972 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经济保障

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作用和传导路径。 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保障和

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均发挥积极作用;政治信任对社会经济保障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发挥

了调节效应,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越高,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越强。 研究结论为新时

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民幸福感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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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o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Gansu and Ning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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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promote farmers ‘sense of well-being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rur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on farmers’ multi-level

well-being and using 972 micro-social survey data in Gansu and Ningxia empirically tests the effects of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o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status and multi-level happiness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of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play an active role in farmers’ multi-level happiness, The

factors of 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trust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multi-level happiness index of

farmers. This paper further confirms that political trust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affecting the multi-level happiness of farmers, the higher level of farmers’ political trust is, the stronger the multi-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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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iness of farmers will be brought by social and economic securit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helpful to promote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farmers to provide new ideas.

Key words: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political trust; state of happiness; happiness index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全面胜利,政府扶

贫工作的重点由绝对贫困治理转向缓解相对贫

困,以实现共同富裕和人民幸福[1]。 2022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要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不断

提高农民群体获得感和幸福感。 因此,如何提升

中国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也成为

了政府部门公共政策实施的重要追求目标。 基于

该目标,政府部门积极推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
产业之间和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

小,消除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滞后于经济增长

水平的不合理现象,这种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导向的转变是政府利用公共政策提高全体农民生

活水平最直接的表现[2]。 然而,政策是否为社会

成员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以人为本

的发展目标才是检验公共政策实施效果最为根本

的标准,所以农民幸福感是检验或评价政府社会

经济发展及改善农民生活质量相关政策实施效果

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一、相关文献综述

影响社会个体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涉
及经济、健康、生活、社会和心理等方面,因此关于

社会个体幸福感的研究是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

等学科领域的共同话题。
国外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文献很多,主要集中

在幸福感的种类、影响因素、测量方法等方面。 如

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将幸福分为主

观幸福和客观幸福,追溯了杰里米·边沁( Jeremy
Bentham)基于个人感受的主观享乐主义和亚里士

多德 ( Aristotle) 的客观幸福理论, 强调价值实

现[3]。 此后,国外学者对幸福感的研究呈现出多

样化的特征,包括从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

学等多学科视角构建幸福感测量指标,同时从年

龄、婚姻、财富、人格等人口学因素和遗传、家庭环

境、生活事件、文化、经济和社会支持等社会因素

视角探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4]。 此外,还结合人

们的城乡、代际等结构特征,从教育水平、医疗保

险、体质健康状况等具体机制来研究社会成员的

幸福感[5]。 国内对幸福感的已有研究主要是以农

民中的小众群体为研究对象,造成研究结论缺乏

普适性,如陈前恒等[6] 对教育可及性与贫困农民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刘同山[7] 对参与农业合作社

农民的幸福感研究。 在研究视角方面主要以纯经

济学和社会学为主,缺乏对农民幸福感问题多学

科交叉研究,如许海平等[8] 对绝对收入与农村居

民幸福感的研究,乐君杰等[9] 对宗教信仰与农民

幸福感的研究。 在农民幸福感测度方法方面主要

以调查问卷形式的单一主观判断指标为主,忽视

了幸福感的多层次性,如张彤进等[10] 基于 CGSS
数据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定量研究,尤亮等[11] 基

于陕西两个整村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民主观幸福感

的研究。
在政府主导的农村发展进程中,农民整体生

活水平和需求层次逐渐提高,使得厘清社会经济

保障、政治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显得更为重要。 基于该研究主题,本文利用甘肃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972 份农民微观社会调查数

据,从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

感状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方面探讨了社会

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

响机理,以丰富现有关于农民幸福感的研究成果。
二、理论分析研究假说与理论模型构建

(一)研究假说

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
社会经济保障反映的是农民通过环境或者物质资

源提升社会参与的程度,是农民的现实生活条件,
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组织系统为农民提供的生活

安全保护,使其在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时仍然能够

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参与社会的机会[12],这显然是

有利于农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提升的。 具体

来说,收入保障是农民生活的基础,农民家庭收入

和个人收支状况越好,则其子女教育、医疗和赡养

老人的费用负担就会越小,农民的幸福感程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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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13];住房保障反映的是农民是否具有良好的

住房条件,在我国农民居住环境相对较差的现实

情况下,住房问题不仅意味着农民生活的基本需

求是否得到满足,而且还是农民自我价值和自我

实现的标志,直接影响着农民对生活的满足程

度[14];健康保障反映的是农民获取健康资源的机

会,享有医疗保险的农民具有明显的优越感,相较

于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农民而言,其对自身的生

活状况也较满意[15];就业保障是农民生活的最主

要组成部分,稳定的就业不仅能够为农民提供生

活所需,还能带来更丰富的精神满足和心理归属

感[16];环境保障反映的是农民所处的社会环境安

全情况,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各种污染日

益严重,暴力犯罪不断增加,这些生态环境与社会

环境都会影响农民对生活的体验满意程度[17]。 综

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社会经济保障

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
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 政治

信任是民众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等政治系统

抱有的信念或信心,是社会公众政治心态、情感等

心理因素的综合[18]。 公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
越有可能支持政府,公众就越有可能遵循和执行

政府推行的政策,政治体系也就越有效率,政治制

度的效率和政府权力与农民的福祉密切相关[19],
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政府资源的分配和制度安排

两个方面。 政府资源分配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因素

主要涉及政府开支、转移支付、通货膨胀和就业状

况等,这种分析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将农民

的幸福置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大框架下,强调政

府开支规模扩大和转移支付增加等宏观经济政策

可以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20]。 制度安排

影响农民幸福感的因素主要涉及民主政治中的选

举制度设计、参与政治活动的制度设计以及民主

的整体运行质量状况等,这些民主制度安排与运

行直接关乎农民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而对农民的

幸福感提升产生影响[21]。 然而,无论是资源分配

还是制度安排都是政治系统提高自身公信力的措

施,是政治系统获得民众信任和支持的重要途径,因
此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反映了其对政治系统的信念

和信心。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政
治信任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

政治信任的调节作用。 政党既来源于社会又

服务于社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有属性,政党以

社会为基础,社会又依赖于政党实现自身的利

益[22]。 政党与社会塑造之间具有耦合性,政党对

社会进行改造,社会也反向地形塑政党,特别是在

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党在形塑

社会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更为明显[23],因此在讨论

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幸福感时政治因素是必须要

考虑的方面,或者说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是

政治经济学揭示农民幸福感问题必备的两个核心

因子。 社会经济保障可以从物质条件方面对特定

区域的社会发展程度做出客观评价,而政治信任

可以反映特定区域社会发展程度变化中的政治系

统能动作用,这种作用在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幸

福感的关系中则体现为政治信任对社会经济保障

影响农民幸福感关系的调节。 政府的公共性决定

了政府对维护社会公平负有主要责任,而作为社

会政治活动的主体之一,农民在生活层面的需要

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相应的政治参与意愿,如果

农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和需要得不到很好的满足,
就会影响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高度信任的政治

制度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前提。 在农民整体物质生

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的情况下,农民幸福感增进

问题不再是仅依靠社会经济保障就能够得以解

决,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政治信任在

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

调节作用。
(二)理论模型构建

农民的幸福感是其对整体生活体验的一种持

续和整体性满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评

价,又因为不同农民个体在需求层次和认知能力

及评价标准方面存在差异,这便造成不同农民个

体对于幸福感的判断与评价又内在地与他们的认

知水平、价值观念、生活态度等关联,给农民的幸

福感定量研究造成了一定障碍。 在心理学和行为

科学看来,幸福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开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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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和层次对其进行分析评价。
本文基于心理学已有关于幸福感评价的相关研

究,从农民的生活满足、身心健康和自我发展能力

等层次对农民幸福感展开评价与分析。
事实上,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有其自身特

殊性,因此对我国转型期的农民幸福感问题进行

研究时,必须要结合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

政治因素对其进行一定的适应性修正和发展。 国

家塑造社会的逻辑具有很好的政治民主性和较高

的政治可行性优势,这两种优势归结为一点便是

政治的可信度,这是利用西方一般社会学理论分

析我国转型期的农民幸福感问题必须要考虑的方

面,或者说我国转型期的农民幸福感问题研究需

要同时考虑社会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两方面因

素,唯有如此才能构建一个全面适用的农民幸福

感理论研究分析框架(见图 1)。

图 1　 理论分析模型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20 年 2 月至 6 月在

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酒泉市金塔县和宁夏回族

自治区吴忠市盐池县、固原市原州区的 12 个乡

(镇)75 个村庄的农民幸福感现状社会调查。 为了

使调查的样本更具代表性,本次社会调查采用分

层抽样方法,按照省(自治区)、县(市)、乡(镇)、
村四级依次抽样,以村为抽样单位对农民开展入

户采访式抽样调查。 在具体入户采访时,按照

Kish 表的方法抽取 16 周岁以上农民受访者进行

采访,如果受访者的文化程度较高,采用自填问卷

的方法,反之则由接受培训的调查员采用面对面

访谈的方式采集数据。 本次抽样调查共收回样本

问卷 1 024 份,有效问卷 972 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95% ,抽样调查整体情况良好。
(二)变量说明

在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和听取了专家建议

后,借鉴已有关于农民生活满意和幸福感研究调

查问卷,并根据本文研究对象的特性进行适当调

整,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本文的调查问卷相关变量

题项。 问卷中除了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变量及识别

变量和控制变量外,其他变量测度指标均使用五

级李克特(Likert)量表,同意程度均从 1(强烈反

对)到 5(强烈同意)逐级增加。
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变量。 心理学和行为科学

将幸福感看成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开放系统,
是个体对自己生活领域各方面的积极评价。 本文

从生活满足、身心健康和自我发展 3 个层次出发构

建了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测度体系,具体在生活满

足层次选取知足充裕、心态平衡和社会信心 3 个维

度观测指标,在身心健康层次选取身体健康、心理

健康和家庭氛围 3 个维度观测指标,在自我发展层

次选取成长进步、目标价值和自我接受 3 个维度观

测指标。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本文按照多数指标

满足原则识别农民样本是否处于多层次幸福感状

态,利用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加权测度农民的多

层次幸福感指数,用以反映农民的幸福感程度。
社会经济保障。 社会经济保障反映了农民通

过环境或物质资源或农民的实际生活条件提高其

社会参与程度,主要包括农民的收入、住房、卫生、
就业和环境保护等。 本文基于农民对各种社会经

济保障的体验感知,从收入保障、住房保障、健康

保障、就业保障和环境保障等方面设置了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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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保障测量题项。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

保障所有测度指标样本充足性检验 KMO 值为

0. 632,Bartlett 球形近似卡方检验统计量在 1% 水

平上显著,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信度与效

度检验结果良好。
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民众对政治系统运行

的信念或信心,是民众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员可

信程度所采取的一种信任判断或政治评价[24]。 在

相关实证研究中,测量民众对政府、政策和公职人

员的信任程度便成为一种获取政治信任变量的重

要进路,按照该条路径本文从农民对政府、政策和

公职人员的信任程度 3 个方面设置了政治信任测

量题项。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政治信任所有测度

指标样本充足性检验 KMO 值为 0. 909,Bartlett 球形

近似卡方检验统计量在 1%水平上显著,表明数据

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信度与效度检验结果也良好。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本文对几个

可能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个人、家庭和村庄

特征变量进行控制,并根据变量特性定义为连续

变量或虚拟变量。 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
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和是否拥有技能等。 家庭

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情况、家庭耕地质量、家
庭是否为贫困户、家庭是否为移民户等。 村庄特

征变量包括村庄的类型、村庄居住分散情况、村庄

民族构成、村庄交通情况、村庄环境情况、村庄经

济情况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及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民幸福感状态 农民处于不幸福感状态 = 0,农民处于幸福感状态 = 1 0. 784 9 0. 411 2
农民幸福感程度 应用反向传播神经网络法加权测度的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 0. 692 3 0. 219 3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经济保障

①农民的个人收入情况;②农民的家庭住房情况;③农民参加医疗保险
的情况;④农民的日常工作情况;⑤农民的生活劳动环境情况

1. 67E - 07 0. 104 2

政治信任
①农民对政府信任程度;②农民对政策的信任程度;③农民对公职人员
的信任程度

3. 97E - 07 0. 159 6

控制变量

性别 受访农民性别:女 = 0,男 = 1 0. 374 3 0. 484 4
年龄 受访农民当时年龄,单位:岁 42. 495 9 10. 644 7

政治面貌 受访农民的政治面貌:群众 = 1,民主党派 = 2,中共党员 = 3 1. 719 2 0. 387 0
受教育程度 受访农民受教育年限(不包括学前班、培训班),单位:年 6. 742 2 4. 258 2
婚姻状况 受访农民当时婚姻情况:未 =1,已婚 =2,丧偶 =3,离婚或分居 =4,其他 =5 2. 052 5 0. 538 5

是否拥有技能 受访农民是否拥有从事其他非农工作的特殊技能:否 = 0,是 = 1 0. 239 7 0. 427 3

家庭劳动力情况
受访农民家庭的劳动力短缺程度:不存在 = 1,偶尔存在 = 2,一般 = 3,经
常存在 = 4,始终存在 = 5 2. 633 8 1. 267 8

家庭耕地质量
受访农民家庭的耕地质量情况:很差 = 1,较差 = 2,一般 = 3,较好 = 4,很
好 = 5 3. 124 8 0. 841 5

家庭是否为贫困户 受访农民家庭在扶贫攻坚时期是否为贫困户:否 = 0,是 = 1 0. 379 3 0. 485 6
家庭是否为移民户 受访农民家庭是否为移民搬迁户:否 = 0,是 = 1 0. 141 2 0. 348 5

村庄类型 受访农民所居住的村庄类型:普通村庄 =1,城镇驻地 =2,城郊结合地 =3 1. 200 3 0. 489 3

村庄居住分散情况
受访农民所居住村庄农户居住的分散程度:很分散 =1,较分散 = 2,一般 =
3,较集中 =4,很集中 =5 3. 243 0 1. 097 2

村庄民族构成 受访农民所居住的村庄是否有少数民族居住:没有 = 0,有 = 1 0. 303 8 0. 460 3
村庄交通情况 受访农民所居住的村庄是否通有公交车:没有 = 0,有 = 1 0. 315 3 0. 465 0
村庄环境情况 受访农民居住村庄周边是否有严重的污染源:没有 = 0,有 = 1 0. 093 6 0. 291 5

村庄经济情况
受访农民居住村庄同周边村庄相比的经济发展水平:非常差 = 1,较差 =
2,平均水平 = 3,较好 = 4,非常好 = 5 3. 029 6 0. 785 8

　 　 (三)实证模型构建

由于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包括幸福和不

幸福两种情况,属于二元离散变量,而农民的多层

次幸福感指数属于连续变量,因此本文采用 Probit
模型检验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

幸福感状态的影响,采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估计

法(OLS)检验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

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然后采用分位数回归方

法进一步分析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

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分位数影响。
(1)Probit 模型。 为了考察社会经济保障与政

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影响,本文选

用二元离散变量模型进行分析,并设定如下估计

方程:
Prob(MHSi = 1 | X i,C i) = Φ(α0 + β1 X i +

β2C i + ε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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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 MHSi 为虚拟变量, MHSi = 1 表示

第 i 个农民样本处于幸福状态, MHSi = 0 表示第 i
个农民样本处于不幸福状态; X i 表示第 i个核心解

释变量; C i 为控制变量; εi 表示独立同分布的随机

误差项,代表不可观测因素的汇总,且服从标准正

态分布。
(2)OLS 回归模型。 为了考察社会经济保障

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本
文采用 OLS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具体设计的

估计方程如下:

MHIi = α0 + β1 X i +∑ β2nCni + εi(n = 1,…,

16) (2)
式(2)中, MHIi 表示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

数; X i 表示核心解释变量, Cni 为控制变量; α0 为

常数项, β1 至 β2n 为参数, εi 为随机误差项,满足相

互独立、零均值、同方差的假设。 鉴于 OLS 估计法

只能得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均值,而
无法获得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分布规律的

影响,且以残差平方和最小化为估计目标函数的

OLS 估计结果容易受极端值影响。 为此,本文在

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以残差绝对值加权

平均为回归估计最小化目标函数,克服极端值对

估计结果的影响,得到条件分布全部信息。 为了

分析不同分位数上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

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分位

数回归模型:
Quantθ(MHIi | X i) = βθ X i (3)

式(3)中, X i 为式(2)中的自变量, βθ 为系数

向量, Quantθ(MHIi | X i) 表示农民多层次幸福感

指数在给定自变量 X 情况下与分位点 θ 对应的条

件分位数。 与 θ 对应的系数向量 βθ 是通过最小化

绝对离差(LAD)来实现的,即:
βθ =

argmin
∑

i,MHIY > X i,β

θ MHIi - X iβ +

∑
i,MHIY < X i,β

(1 - θ) MHIi - X iβ

ì

î

í

ïï

ïï

ü

þ

ý

ïï

ïï
(4)

在对分位回归系数 βθ 进行估计时,当前已有

文献多数采用 bootstrap 密集算法技术,也就是通

过不断地进行有放回抽样获得样本的置信区间,

进而实现对回归系数的推断。
四、实证分析过程

本文使用 Stata 14. 0 软件。 首先,检验社会经

济保障和政治信任变量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

之间关系;其次,采用逐步回归方法消除了可能存

在的共线性及异方差问题后,在满足回归模型严

格外生假设下,应用 OLS 回归法分析社会经济保

障和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效

应,进一步使用分位数回归法分析社会经济保障

和政治信任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

作用分布规律;最后,分析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

任交互项的影响作用。
(一)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

响检验

由表 2 中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可知,社会经

济保障因子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

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 社会经济保障作为社会

组织系统为农民生活安全提供的保护屏障,是农

民通过环境或者物质资源提升社会参与的基础,
直接关系着农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社会

经济保障能力越强则农民越能够更好地在应对各

种社会风险时仍然能够获得生活必需品和参与社

会的机会,在心理上农民可能会更多地处于一种

幸福状态。 由此,从农民的幸福感状态来说,假说

H1 得到了证实。
由表 2 中的估计结果也可得知,无论是使用

OLS 回归还是使用 bootstrap 方法的分位数回归,社
会经济保障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

系数都是显著大于零的,即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

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社会经济

保障变量每提高个 1 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

感指数就会提高 0. 057 6 个百分点,农民的多层次

幸福感指数与社会经济保障之间呈正向关系。 表

2 中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社会经济保障

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也
反映了社会经济保障变量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

指数的分布规律,可以发现社会经济保障在第 25、
50 和 75 个分位点处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

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在影响效应分布规律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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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这说明社会经

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提升的作用具有

持续性,但边际效应会随着农民生活条件的逐渐

改善而呈现出递减趋势。 由此,从农民幸福感指

数来说,假说 H1 得到了证实。
表 2　 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名称
Probit 模型 OLS 回归 分位数回归

幸福感状态 幸福感指数 θ = 2. 5 θ = 5. 0 θ = 7. 5

常数项
-0. 204 1
(0. 717 2)

0. 320 4∗∗∗

(0. 102 5)
0. 174 8

(0. 203 2)
0. 318 1∗∗

(0. 139 3)
0. 343 8∗∗∗

(0. 125 7)
社会经济

保障
0. 237 6∗∗∗

(0. 081 8)
0. 057 6∗∗∗

(0. 009 7)
0. 060 6∗∗∗

(0. 020 3)
0. 094 7∗∗∗

(0. 013 3)
0. 056 7∗∗∗

(0. 010 7)

性别
-0. 097 3
(0. 152 8)

- 0. 024 8
(0. 018 9)

- 0. 033 8
(0. 036 1)

- 0. 028 4
(0. 025 8)

- 0. 030 8
(0. 021 4)

年龄
0. 003 7

(0. 007 7)
0. 001 8∗

(0. 001 0)
0. 002 1

(0. 001 7)
0. 001 7

(0. 001 3)
0. 001 6

(0. 001 2)

政治面貌
-0. 058 8
(0. 112 9)

0. 033 8∗∗

(0. 013 7)
0. 008 0

(0. 022 2)
0. 053 9∗∗∗

(0. 015 4)
0. 041 3∗∗

(0. 016 9)
受教育
程度

0. 022 0
(0. 020 0)

0. 005 9∗∗

(0. 002 4)
0. 006 9

(0. 004 2)
0. 006 9∗

(0. 003 6)
0. 007 6∗∗

(0. 003 2)

婚姻状况
-0. 224 9∗

(0. 133 8)
- 0. 023 2
(0. 017 4)

- 0. 023 5
(0. 035 5)

- 0. 014 7
(0. 024 7)

0. 001 0
(0. 027 8)

是否
拥有技能

-0. 176 8
(0. 160 6)

- 0. 037 9∗

(0. 020 0)
- 0. 050 9
(0. 035 7)

- 0. 047 1∗

(0. 027 4)
- 0. 040 5
(0. 033 3)

家庭劳动
力情况

0. 086 3
(0. 058 8)

0. 004 6
(0. 007 0)

- 0. 002 6
(0. 011 1)

0. 004 0
(0. 009 0)

0. 009 7
(0. 008 6)

家庭耕地
质量

0. 059 1
(0. 092 6)

0. 030 9∗∗∗

(0. 011 5)
0. 039 8∗

(0. 024 1)
0. 029 5∗

(0. 018 4)
0. 043 1∗∗∗

(0. 015 7)
家庭是否
为贫困户

-0. 135 6
(0. 160 5)

- 0. 013 0
(0. 020 0)

0. 026 6
(0. 039 8)

- 0. 055 2∗∗

(0. 027 8)
- 0. 047 1
(0. 032 3)

家庭是否
为移民户

-0. 547 7∗∗∗

(0. 186 4)
- 0. 060 5∗∗

(0. 025 7)
-0. 142 7∗∗∗

(0. 048 2)
- 0. 061 5
(0. 057 5)

0. 022 4
(0. 040 4)

村庄类型
-0. 528 6∗∗∗

(0. 159 3)
- 0. 054 4∗∗

(0. 021 3)
- 0. 033 8
(0. 036 8)

- 0. 046 9
(0. 029 8)

- 0. 077 3∗∗

(0. 029 7)
村庄居住
分散情况

0. 073 0
(0. 069 3)

- 0. 001 9
(0. 008 4)

0. 009 7
(0. 013 4)

- 0. 007 5
(0. 013 7)

- 0. 010 5
(0. 012 1)

村庄
民族构成

-0. 050 4
(0. 155 6)

- 0. 016 6
(0. 020 2)

- 0. 017 8
(0. 032 9)

- 0. 006 2
(0. 024 2)

- 0. 036 7
(0. 030 4)

村庄
交通情况

0. 353 4∗∗

(0. 166 4)
0. 014 0

(0. 019 4)
- 0. 004 3
(0. 032 6)

- 0. 009 3
(0. 027 1)

- 0. 022 9
(0. 028 5)

村庄
环境情况

0. 006 2
(0. 234 7)

0. 025 5
(0. 032 4)

0. 023 7
(0. 050 4)

0. 034 6
(0. 048 2)

0. 062 7
(0. 050 5)

村庄
经济情况

0. 561 3∗∗∗

(0. 104 4)
0. 066 9∗∗∗

(0. 013 1)
0. 065 1∗∗∗

(0. 004 2)
0. 063 3∗∗∗

(0. 024 2)
0. 084 2∗∗∗

(0. 025 3)
LRχ2检验 115. 96∗∗∗ — — — —
调整的 R2 — 0. 287 9 — — —
F 检验值 — 12. 35∗∗∗ — — —
Pseudo R2 — — 0. 174 1 0. 221 8 0. 178 3
样本量 972 972 972

注:①分位数回归模型中的估计值是通过 bootstrap 方法迭代 400
次得到,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稳健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
在 p < 0. 01、p < 0. 05 与 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从表 2 中控制变量的影响来看,个体特征层次

的婚姻状况变量,家庭特征层次的家庭是否为移

民搬迁户变量,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类型、村庄交

通情况、村庄经济发展情况等变量对农民的多层

次幸福感状态有显著影响;个体特征层次的年龄、
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技能等变量,家
庭特征层次的家庭耕地质量和家庭是否为移民搬

迁户变量,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类型和村庄经济

发展情况变量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有显著

影响效应。
(二)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检验

由表 3 中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可知,政治信

任因子在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

多层次幸福感状态。 农民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
越有可能支持政府,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就越容易

被遵循和执行,政治制度就会越有效,农民获得制

度的公共资源和更公平的机会,在心理上农民可

能会更加幸福。 由此,从农民的幸福感状态来说,
假说 H2 得到了证实。

表 3　 政治信任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

变量名称
Probit 模型 OLS 回归 分位数回归

幸福感状态 幸福感指数 θ = 2. 5 θ = 5. 0 θ = 7. 5

常数项
-1. 105 1
(0. 827 6)

0. 202 4∗

(0. 103 2)
0. 033 5

(0. 206 4)
0. 014 1

(0. 174 2)
0. 346 4∗∗∗

(0. 132 5)

政治信任
0. 119 6∗

(0. 070 9)
0. 018 7∗∗

(0. 009 1)
0. 017 5∗

(0. 012 9)
0. 026 0∗∗

(0. 013 2)
0. 019 3∗

(0. 010 4)

性别
-0. 055 5
(0. 008 4)

- 0. 013 5
(0. 019 4)

- 0. 011 6
(0. 036 1)

- 0. 011 2
(0. 026 8)

- 0. 025 6
(0. 024 0)

年龄
0. 005 3

(0. 008 4)
0. 001 3

(0. 001 0)
0. 001 2

(0. 001 7)
0. 001 6

(0. 001 6)
0. 001 3

(0. 001 3)

政治面貌
0. 019 9

(0. 116 9)
0. 045 9∗∗∗

(0. 014 0)
0. 044 9∗∗

(0. 021 9)
0. 092 1∗∗∗

(0. 027 9)
0. 040 5∗∗

(0. 017 6)
受教育
程度

0. 023 3
(0. 019 9)

0. 006 3∗

(0. 002 5)
0. 007 5∗

(0. 004 2)
0. 009 9∗∗

(0. 004 3)
0. 005 8∗

(0. 003 5)

婚姻状况
-0. 170 3
(0. 133 5)

- 0. 014 7
(0. 017 9)

- 0. 014 2
(0. 034 4)

- 0. 016 3
(0. 026 4)

0. 008 5
(0. 016 8)

是否
拥有技能

-0. 166 1
(0. 160 9)

- 0. 032 8
(0. 020 7)

- 0. 046 4
(0. 035 1)

- 0. 023 2
(0. 039 7)

- 0. 023 4
(0. 032 4)

家庭劳动
力情况

0. 072 0
(0. 058 0)

0. 001 5
(0. 007 1)

0. 002 1
(0. 011 7)

0. 001 5
(0. 011 3)

- 0. 002 3
(0. 032 4)

家庭
耕地质量

0. 073 3
(0. 092 6)

0. 038 2
(0. 011 8)

0. 032 2
(0. 023 8)

0. 039 1∗

(0. 022 4)
0. 049 0∗∗∗

(0. 016 8)
家庭是否
为贫困户

-0. 084 8
(0. 160 7)

- 0. 004 8
(0. 020 6)

- 0. 017 2
(0. 038 6)

0. 013 5
(0. 032 7)

- 0. 004 1
(0. 028 6)

家庭是否
为移民户

-0. 547 9∗∗∗

(0. 189 2)
- 0. 063 9∗∗

(0. 026 8)
-0. 127 9∗∗∗

(0. 042 4)
- 0. 071 8
(0. 064 6)

0. 017 0
(0. 047 5)

村庄类型
-0. 397 9∗∗

(0. 161 8)
- 0. 030 8
(0. 021 9)

- 0. 013 5
(0. 035 4)

- 0. 031 2
(0. 036 3)

- 0. 046 4
(0. 035 1)

村庄居住
分散情况

0. 067 1
(0. 069 4)

- 0. 005 6
(0. 008 7)

- 0. 003 9
(0. 013 6)

- 0. 017 6
(0. 016 2)

- 0. 016 9
(0. 011 9)

村庄
民族构成

-0. 035 0
(0. 159 2)

- 0. 026 0
(0. 020 8)

- 0. 012 0
(0. 035 0)

- 0. 009 0
(0. 028 0)

- 0. 043 6
(0. 028 9)

村庄
交通情况

0. 423 1∗∗

(0. 167 3)
0. 024 8

(0. 019 9)
0. 036 6

(0. 030 5)
- 0. 012 6
(0. 033 0)

- 0. 028 5
(0. 030 6)

村庄
环境情况

-0. 046 5
(0. 232 4)

- 0. 008 5
(0. 033 2)

0. 012 6
(0. 053 3)

0. 010 4
(0. 055 3)

0. 004 0
(0. 062 5)

村庄
经济情况

0. 608 8∗∗∗

(0. 102 4)
0. 082 8∗∗∗

(0. 013 1)
0. 007 5∗

(0. 004 2)
0. 111 8∗∗∗

(0. 023 5)
0. 094 3∗∗∗

(0. 030 3)
LRχ2检验 111. 77∗∗∗ — — —
调整的 R2 — 0. 245 4 — —
F 检验值 — 9. 93∗∗∗ — —
Pseudo R2 — — 0. 157 0 0. 173 9 0. 144 4
样本量 972 972 972

注:①分位数回归模型中的估计值是通过 bootstrap 方法迭代 400
次得到,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稳健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
在 p < 0. 01、p < 0. 05 与 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 3 中的估计结果也可得知,无论是使用

OLS 回归还是使用 bootstrap 方法的分位数回归,政
治信任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系数

都是显著大于零的,即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多层

171

学术动态与新视点　 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影响



次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政治信任变量

每提高 1 个百分点时,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就

会提高 0. 018 7 个百分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

数与政治信任变量之间呈正向关系。 表 3 中的分

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政治信任对农民的多层

次幸福感指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也反映了政治

信任变量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分布规

律,可以发现政治信任在第 25、50 和 75 个分位点

处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都有显著正向影

响,且在影响效应分布规律上呈现出先升后降的

倒“U”型变化趋势,这说明政治信任因素对农民多

层次幸福感提升的作用具有持续性,但边际效应

会随着社会治理水平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而呈现

出递减趋势。 由此,从农民幸福感指数来说,假说

H2 得到了证实。
从表 3 中的回归结果来看控制变量的影响,能

够发现家庭特征层次的家庭是否为移民搬迁户变

量,村庄特征层次的村庄类型、村庄交通情况、村
庄经济发展情况等变量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

态有显著影响;个体特征层次的政治面貌、受教育

程度等变量,家庭特征层次的家庭是否为移民搬

迁户变量,村庄特征层次村庄经济发展情况等变

量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有显著影响效应。
(三)社会经济保障和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

的影响路径分析

由表 4 中的结果可知,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

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除了受到社会经济保障

与政治信任水平单方面因素影响外,也受到了社

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的交互项影响。 从表 4 中

的 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能够发现,社会经济保障与

政治信任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有显著正向

作用,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的交互项对农民

多层次幸福感状态也有显著影响。 从表 4 中的

OLS 模型回归结果能够发现,社会经济保障与政

治信任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有显著正向影

响效应,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的交互项对农

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也有显著影响。 参考层级

调节回归分析三步骤检验方法(HMR),本文对政

治信任因子的调节效应进行了检验,即使用变量

交互项检验调节效应。 第一步,检验社会经济保

障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幸福感指数的影响

效应;第二步,将社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变量同

时引入回归模型,考察其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

态和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分别影响;第三步,将社

会经济保障、政治信任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加入方

程,检验这些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农

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分别影响。 如果以上第一

和第二两个步骤实证结果显著,并且第三个步骤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那么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成

表 4　 交互项作用分析

变量名称
Probit 模型 OLS 回归 分位数回归

幸福感状态 幸福感指数 θ = 2. 5 θ = 5. 0 θ = 7. 5

常数项
-0. 607 9
(0. 851 5)

0. 330 0
(0. 102 8)

0. 171 6
(0. 192 1)

0. 323 9∗∗

(0. 140 4)
0. 373 2∗∗∗

(0. 125 7)
社会经济

保障
0. 209 8∗∗

(0. 083 7)
0. 055 9∗∗∗

(0. 009 9)
0. 055 3∗∗∗

(0. 018 8)
0. 095 3∗∗∗

(0. 015 0)
0. 049 7∗∗∗

(0. 010 0)

政治信任
0. 073 3∗

(0. 036 1)
0. 007 0∗

(0. 003 1)
0. 008 6∗

(0. 003 4)
0. 007 7∗

(0. 003 9)
0. 008 5∗

(0. 004 1)

交互项
0. 034 5∗

(0. 016 5)
0. 008 5∗

(0. 003 2)
0. 005 1∗

(0. 001 8)
0. 003 1∗

(0. 001 7)
0. 004 7∗

(0. 002 3)

性别
-0. 090 7
(0. 153 0)

- 0. 024 1
(0. 018 9)

- 0. 025 9
(0. 033 9)

- 0. 031 3
(0. 027 4)

- 0. 040 2∗

(0. 021 2)

年龄
0. 006 6

(0. 008 5)
0. 001 7∗

(0. 001 0)
0. 001 9

(0. 001 5)
0. 001 6

(0. 001 2)
0. 001 2

(0. 001 2)

政治面貌
-0. 013 1
(0. 118 5)

0. 035 6∗

(0. 013 8)
0. 013 0

(0. 023 0)
0. 053 7∗∗∗

(0. 017 8)
0. 049 2∗∗∗

(0. 018 2)
受教育
程度

0. 022 6
(0. 020 2)

0. 006 0∗∗

(0. 002 4)
0. 006 5

(0. 004 1)
0. 006 9∗

(0. 003 4)
0. 007 2∗∗

(0. 003 4)

婚姻状况
-0. 207 1
(0. 135 3)

- 0. 022 7
(0. 017 5)

- 0. 011 9
(0. 036 5)

- 0. 015 4
(0. 025 0)

0. 007 5
(0. 023 9)

是否
拥有技能

-0. 167 5
(0. 162 2)

- 0. 034 6∗

(0. 020 2)
- 0. 048 2
(0. 036 7)

- 0. 046 2
(0. 028 2)

- 0. 018 5
(0. 030 5)

家庭劳动
力情况

0. 090 5
(0. 058 9)

0. 004 9
(0. 007 0)

- 0. 000 9
(0. 010 8)

0. 004 5
(0. 009 5)

0. 006 5
(0. 007 8)

家庭
耕地质量

0. 038 8
(0. 094 1)

0. 029 2∗∗

(0. 011 6)
0. 038 0

(0. 023 9)
0. 028 3

(0. 018 0)
0. 047 8∗∗∗

(0. 013 7)
家庭是否
为贫困户

-0. 126 2
(0. 162 2)

- 0. 014 3
(0. 020 1)

0. 003 3
(0. 040 3)

- 0. 054 0∗

(0. 028 6)
- 0. 030 7
(0. 025 7)

家庭是否
为移民户

-0. 534 4∗∗∗

(0. 189 4)
- 0. 062 2∗∗

(0. 026 0)
-0. 153 2∗∗∗

(0. 043 4)
- 0. 064 8
(0. 054 7)

- 0. 000 1
(0. 036 3)

村庄类型
-0. 461 8∗∗

(0. 168 6)
- 0. 049 6∗∗

(0. 021 6)
- 0. 023 6
(0. 035 8)

- 0. 046 0
(0. 028 3)

- 0. 054 9∗

(0. 030 5)
村庄居住
分散情况

0. 070 4
(0. 070 5)

- 0. 003 8
(0. 008 6)

0. 002 9
(0. 014 9)

- 0. 008 6
(0. 015 4)

- 0. 008 9
(0. 012 4)

村庄
民族构成

0. 000 3
(0. 160 3)

- 0. 014 7
(0. 020 3)

- 0. 011 7
(0. 036 5)

- 0. 003 3
(0. 024 2)

- 0. 029 0
(0. 026 6)

村庄
交通情况

0. 389 3∗∗

(0. 168 6)
0. 015 1

(0. 019 4)
0. 014 3

(0. 031 8)
- 0. 008 7
(0. 025 0)

- 0. 018 4
(0. 024 1)

村庄
环境情况

0. 002 0
(0. 235 3)

0. 025 0
(0. 032 5)

0. 006 8
(0. 036 5)

0. 037 1
(0. 052 5)

0. 053 2
(0. 047 5)

村庄
经济情况

0. 534 5∗∗∗

(0. 105 8)
0. 064 5∗∗∗

(0. 013 2)
0. 064 2∗∗

(0. 023 0)
0. 064 6∗∗

(0. 026 5)
0. 059 7

(0. 023 3)
LRχ2检验 118. 69∗∗∗ — — — —
调整的 R2 — 0. 290 5 — — —
F 检验值 — 11. 14∗∗∗ — — —
Pseudo R2 — — 0. 175 7 0. 221 9 0. 187 3
样本量 972 972 972

注:①分位数回归模型中的估计值是通过 bootstrap 方法迭代 400
次得到,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稳健标准误;②∗∗∗、∗∗、∗ 分别表示
在 p < 0. 01、p < 0. 05 与 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

271

中国软科学 2022 年第 12 期



立。 本文按照层级调节分析三步骤方法对政治信

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政治信任对社会经

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的调节作用成立,即
研究假设 H3 得到了实证检验的支持。

由表 4 中的分位数回归结果可知,社会经济保

障变量在第 50 和 75 个分位点处对农民多层次幸

福感指数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对本文的研究假

说 H1 的检验证实进行了补充,通过比较社会经济

对农民对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单方面分位数回归结

果和加入政治信任和交互项的后的社会经济保障

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分位数回归结果可以得

出,政治信任在社会经济保障影响农民多层次幸

福感过程中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政治信任变量在

第 25、50 和 75 个分位点处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

数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对本文的研究假说 H2 的

检验证实进行了补充;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

的交互项变量在第 25、50 和 75 个分位点处对本文

的假说 H3 的检验证实进行了很好的补充。
五、稳健性检验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的稳

健性和可信性,本文采用新的变量对农民多层次

幸福感状态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变量进行替

换。 具体用受访农民样本对自身是否处于幸福状

态的主观判断替代前文利用多层次识别方法获取

的农民幸福感状态,在调查问卷中农民对自身是

否处于幸福状态的调查问卷题目是“总体来说您

觉得自己生活是否幸福”。 用受访农民样本对自

身幸福程度的主观判断替代前文从多层次视角出

发加权计算获得的农民幸福感指数,在调查问卷

中农民对自身幸福程度判断的调查问卷题目是

“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自己当前的生活很幸福”,
程度从 1(强烈不同意)到 7(强烈同意)逐级增加。
在估计方法选取上,使用前文中的 Probit 模型估计

社会经济保障与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状态的影

响,选取多值响应 Ologit 模型估计社会经济保障与

政治信任对农民幸福感程度的影响。 具体估计是

由 3 个模型完成的,模型(1)是检验社会经济保障

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性,模型(2)是检验政治

信任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影响的稳健性,模型(3)

是按照层级调节分析三步骤方法检验政治信任对

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幸福感影响的调节作用(见
表 5)。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Probit 模型 Ologit 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常数项
-2. 001 9∗∗
(0. 774 2)

-2. 807 9∗∗∗
(0. 754 9)

- 1. 970 6∗∗
(0. 776 8)

— — —

社会经济
保障

0. 433 8∗∗∗
(0. 076 4)

— 0. 423 3∗∗∗
(0. 078 9)

0. 783 8∗∗∗
(0. 101 1)

— 0. 785 9∗∗∗
(0. 102 8)

政治信任 — 0. 147 2∗∗
(0. 063 2)

0. 087 7∗
(0. 046 5)

— 0. 131 5∗
(0. 077 6)

0. 011 4∗
(0. 005 2)

交互项 — — 0. 033 4∗
(0. 016 0)

— — 0. 080 2∗∗
(0. 027 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LRχ2 检验 110. 32∗∗∗ 81. 68∗∗∗ 112. 17∗∗∗ 106. 07∗∗∗ 44. 52∗∗∗ 110. 21∗∗∗
P 值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伪)R2 0. 168 2 0. 124 5 0. 171 0 0. 057 3 0. 024 1 0. 059 5
样本量 972 972 972 972 972 972

注:①括号内为对应系数的稳健标准误;②∗∗∗、∗∗、∗分别表示在 p
< 0. 01、p < 0. 05 与 p < 0. 1 时有统计学意义。

由表 5 中的回归结果能够发现,社会经济保障

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影响依然是显

著,且影响方向与表 2 中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政
治信任因子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的影响也是

显著的,且影响方向与表 3 中的回归结果是一致

的;按照层级调节分析三步骤方法检验政治信任

对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影响的

调节作用也是成立的。 从表 5 中的回归结果还能

够发现,社会经济保障因子对农民幸福感程度的

影响依然是显著,且影响方向与表 2 中的回归结果

是一致的;政治信任因子对农民幸福感程度的影

响也是显著的,且影响方向与表 3 中的回归结果是

一致的;按照层级调节分析三步骤方法检验政治

信任对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幸福感程度影响的调

节作用也是成立的。 这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是可

靠的,研究结论也是较为稳健的。
为了进一步更直观呈现政治信任在社会经济

保障影响农民多层次幸福感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本文在采用新的变量对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

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变量进行替换后重新回归

估计的基础上,借鉴 Aiken 等[25]的操作方法,运用

饱和回归方程简单斜率,将政治信任变量均值加

减一个标准差带入回归方程,绘制政治信任在社

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幸福感程

度之间的调节效应图(见图 2)。
由图 2 可以看出,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对社会

经济保障因素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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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调节作用,农民的政治信任水平对社会经济

保障因素影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程度发挥正向

调节作用,这表明政治信任可以增强农民对社会

经济保障应对社会风险功能的认识,增加农民对

社会经济保障制度提供的生命安全保障的信心,
使农民在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同时,获得生活必

需品和参与社会的机会,从而增加社会经济保障

对农民福祉的积极影响。 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证

明,本文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图 2　 政治信任的调节效应

六、简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一)结论

第一,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密

切相关,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

态和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指数均有正向影响

效应。
第二,政治信任与农民多层次幸福感之间存

在正向关系,农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水平正向影

响农民的多层次幸福感状态和农民的多层次幸福

感指数。
第三,政治信任在社会经济保障与农民多层

次幸福感之间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农民对政治系

统的信任水平正向调节社会经济保障对农民多层

次幸福感状态和农民多层次幸福感指数的影响。
(二)政策启示

第一,尽管我国农村的普遍绝对性贫困问题

得到了全面的解决,但农村所面临的相对性贫困

问题将长期存在,因此在由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过渡期,超越单一经济政策建立平等

的发展机制,为农民创造公平的发展条件,使农民

群体公平地享有社会发展成果将是应对相对贫困

对农民幸福感提升带来挑战的宏观措施。 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改善农民福祉奠定

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扎实实现全

体人民共同富裕已不再是一个愿景,而是要见成

效的实质性进程,因此要立足农村资源禀赋优势,
做大做强农村经济底盘的同时,也要建立公平合理

的收入再分配机制,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构建公

平合理的收入再分配机制,赋予农民共享发展成果

的机会,夯实农民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基础。
第三,在农村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社

会经济保障因素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变得更为重

要,完善农村社会经济保障制度体系,提升社会保

障的覆盖面,加强农村经济发展力度和农村最低

生活保障,改善农村医疗卫生与养老条件,逐步拓

宽农村社会经济保障范围和提升农村社会经济保

障水平,将是农民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发力点。
第四,政治信任已是农村改革和基层治理过

程中增进政府与民众互动、实现农村社会团结的

重要因子,农民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是确保社会经

济保障政策顺利实施的前提,加强政府部门对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履职能力,提升公共政策实施

的精准性和政策执行效果的普惠性,重塑公职人

员的角色定位将成为物质条件得到极大改观后增

进农民幸福感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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